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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明 代 中 期 开 始， 随 着 雕 版 印 刷 术 广 为 普

及，诗文集刊刻层出不穷，加上文士标榜之习方

兴未艾，文坛上为诗文集作序撰跋的风气便广为

流行。这种风气至清初达到极盛，一部诗文集动

辄有七八篇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其最甚者，

如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陈玉璂编撰《学文堂

集》，向大江南北文士广征序文，序作者竟至少

有 40 人之多。张舜徽最早注意到《学文堂集》

的这一奇特现象，并评论道：“惟卷首所登诸家之

序……多至二十余人，亦自来别集中所罕见。虽

云交游弥广，无非友朋颂扬之辞，然而褒美已

甚，不脱文士标榜之习。积牍连篇，转成是集之

累矣。”［1］这 40 位序作者身份各异，既有贰臣也

有遗民，既有缙绅也有布衣，他们通过序文与陈

玉璂相互切磋，形成一种学术交流网络［2］。本

文拟深入解读《学文堂集》序文，借以考察《学

文堂集》结集、赠阅、征序的过程，并通过诗文

集序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议论方式，梳理序作者与

陈玉璂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游关系，揭示序文丰富

多彩的对话内容，以期从这一典型的个案透视清

前期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方式及其社会文化

功能。

一 《学文堂集》的赠阅与征序

陈 玉 璂 字 赓 明， 号 椒 峰， 清 顺 治 十 七 年

（1660）举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归候铨选。

十六年（1677）授内阁中书舍人，次年因北闱事黜

革。十八年（1669）试博学鸿词，罢归，居家著述

以终。编纂《常州府志》，著《学文堂集》。

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学文堂集》二十四卷，目

录题《学文堂全集》，包括《学文堂文集》十六卷、

《学文堂诗集》五卷、《学文堂诗馀》三卷，共收录

诸家序文 32 篇［3］。其中全书卷首有《学文堂全集

序》5 篇，作者为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

卢綋。《学文堂文集》卷首有《学文堂文集序》19

篇，作者为黄与坚、奚禄诒、盛符升、陆堦、魏际

瑞、姜宸英、周启嶲、程世英、钱肃润、汪懋麟、

魏禧、戚藩、越闿（即江闿）、何洯、李颙、吴颖、

陈瑚、杜濬、张侗。《学文堂诗集》卷首有《学文

堂诗集序》5 篇，作者为杜濬、谢良琦、黄永、巢

震林、陈维崧。《学文堂诗馀序》卷首有《学文堂

诗馀序》3 篇，作者为沈泌、任绳隗、徐喈凤。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学文堂集》不分

卷，卷首另有李长祥《学文堂文集序》一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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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卷本所未收［4］。

此 外， 据 查 阅 所 得， 撰 写 于 康 熙 年 间 而 未

刻入《学文堂集》的序文，现存于世者至少还

有 8 篇，即：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一三《陈椒

峰文集序》［5］，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二《学文

堂集序》［6］，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二《学文堂

集序》［7］，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学文堂集

序》［8］，储方庆《储遁庵文集》卷二《学文堂集

序》［9］，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一集》卷七《学

文堂集序》［10］，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七《陈椒

峰文集序》［11］，张贞《杞田集》卷一《学文堂文

集序》［12］。

以上 40 位序作者的 41 篇序文，作期最早的是

谢良琦和陈维崧的《学文堂诗集序》，约撰写于清

顺治十四年或十五年（1657 — 1658）；作期最晚的

是张贞的《学文堂文集序》，撰写于康熙三十八年

（1699），前后跨度至少为 42 年。综合查考以上诸

序，陈玉璂在数十年间，采取以下四种方式，广泛

地向友人赠阅《学文堂集》并征序。

第一，邀读书稿并征序。如康熙十年（1671）

十一月冬至日，魏禧记载，他与长兄魏际瑞寓居陈

府客园，与陈玉璂等朝夕论文，甚相投契，陈玉璂

因嘱二人“论定其文而序之”。又如沈泌说：“余客

岁浪迹三吴，往来晋陵九峰间，椒峰为之适馆授

餐，论诗谭艺，无闲晨夕，因得尽读其诗歌古文。

一日出其诗馀百余篇，属余为序。余虽不敏，不敢

辞。”张贞也说：“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

秋日，余访君于家。既接欢然，恨相知晚，旋出

《全集》，请序卷首。”

第 二， 拜 呈 书 籍 并 征 序。 如 康 熙 十 二 年

（1673）《学文堂集》刻竣，陈玉璂先后往宜兴拜访

周启嶲，往太仓拜访黄与坚，往钱塘拜访陆堦，分

别赠阅书籍，征求序文。又如毛际可记载：“陈子

椒峰所著《学文堂集》，风行海内有年矣。庚午

（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冬，余偶过毗陵，访陈

子于嶨圃，出其新订《全集》，篇帙之富，倍于

曩时。归途迫岁暮，不能为信宿留，遂先读其经、

史、论、辨，而弁言其端。”

第三，邮寄书籍并征序。如康熙七年（1668），

邮寄《学文堂集》到宛平（今属北京）呈王崇简求

序；九年（1670），邮寄《学文堂集》到南京呈周

亮工求序；十二年（1673），先后邮寄《学文堂集》

到北京呈冯溥、王曰高，到扬州呈越闿，到湖州呈

吴颖，均远程赠书并征序。

第四，托人转致书籍并征序。如康熙七、八

年间（1668 — 1669），托嘉兴钱梅仙邮寄《学文堂

集》，赠送陈瑚并征序。九年（1670）初春，托昆

山徐乾学“传致”《学文堂集》若干卷，呈吴伟业

并征序。十二年（1673）四月，托丹阳贺宿寄送

汪懋麟《学文堂集》，汪懋麟“发其书，属余论次

为序”。同年孟夏，托常州通判林鼎复“邮致《诗

文全集》”呈卢綋，“兼属以叙言”。康熙十四年

（1675）前，陈玉璂编订《学文堂集》二集，托鄞

县董道权赠送李邺嗣并征序。

正是通过广泛的赠阅诗文集并征求序文，陈玉

璂在文学圈、学术圈精心编织了一张四通八达的

“关系网”，建立起一个蕴含丰富的“人脉”资源。

《学文堂集》序文的叙事体式，生动地呈现出这张

“关系网”的结构方式；而《学文堂集》序文的议

论体式，则深刻地揭示出这个“人脉”资源的精神

内涵。以下分别论述之。

二 陈玉璂的“关系网”
与序文的交往叙事

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可以具体区分为四种

主要关系，即亲缘、地缘、学缘和业缘。当然，在

人际交往中，这四种关系往往不是线状单一结构，

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一种关系为主、同时兼具两种

或两种以上关系的网状复合结构，从而形成错综

复杂的“关系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亲缘包括

血缘、宗缘、姻缘和族缘（指同一种族），虽有亲

疏之别，但都是人与人之间无法割断的最密切的联

系。地缘有远近之别，可以是同村、同城、同县、

同府，也可以是同一个地域，甚至是同一个国家。

学缘有进阶之别，在科举社会中，既包括同学，还

包括同年（如举人、进士之类），以及各种师生关

系。业缘有等级之别，如官与民（官中尚有同僚、

属吏、幕客之类）；有行业之别，如士、农、工、

商、医、卜等（所谓“九流”“一百二十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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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有伎艺之别，如诗词文赋、琴棋书画等。

陈玉璂与《学文堂集》序作者之间，就呈现出

亲缘、地缘、学缘、业缘这四种人际关系。亲缘，

如同样姓陈，陈瑚称他为“吾家椒峰”，陈维崧称

他为“家弟椒峰”；巢震林称与陈玉璂是“亲串”，

即血亲与姻亲的通称，亦即亲眷、亲戚；黄永与陈

玉璂是儿女亲家。地缘，如同属常州府的，有武进

巢震林、张侗、黄永、邵长蘅，宜兴陈维崧、周启

嶲、任绳隗、徐喈凤、储方庆，无锡钱肃润，江阴

戚藩等；临近州府的，有扬州府汪懋麟，苏州府吴

伟业、黄与坚、盛符升，镇江府程世英、何絜；同

为江南的，有钱塘陆堦、慈溪姜宸英、鄞县李邺

嗣、遂安毛际可等。学缘，如盛符升是陈玉璂举人

同年，冯溥是陈玉璂康熙六年（1667）会试考官，

汪懋麟、储方庆是进士同年，储方庆、毛际可、陈

僖、张贞等同举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

业缘则主要是因诗文和学术图书的写作、编撰、阅

读而投契结缘，包括吴伟业、吴颖、周亮工、卢

綋、李长祥、魏际瑞、魏禧、姜宸英、江闿、何

洯、李颙、杜濬、谢良琦、沈泌、屈大均、钱澄

之等。

从写作者的角度划分，诗文集序可分为自序与

他序两大类型。就叙事体式而言，自序类似于自

传，是诗文集作者对自身的家世、生平、性格、交

游、活动、写作意图等的叙述；他序类似于他传，

是序作者对诗文集作者的家世、生平、性格、交

游、活动、写作意图等的叙述。《学文堂集》诸序

都是他序。他序型诗文集序所营造的文本关系本身

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在他序型诗文集序中，人际交

往关系固然有时仅仅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出现，但更

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潜结构”制约着或引导着文章

的谋篇布局，从而显示出隽永的叙事趣味。序作者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讲述与诗文集作

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这往往构成他序型诗文集序的

主要叙事线索。于是在他序型诗文集序的书写中，

人际交往关系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经由序作者的刻意“运作”，转化成文本中起承转

合的结构方式，为诗文集序的叙事体式注入深厚的

社会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序型诗文

集序实际上是一种“交往叙事”。由他序型诗文集

序衍生出的赠序、送序、寿序等，更是将这种“交

往叙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在《学文堂集》诸序中，以亲缘、地缘、学

缘、业缘等人际关系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鲜

明地呈现出序作者如何运用精巧的叙事体式，将陈

玉璂的“关系网”精心地编织到文本的肌理之中，

借以描绘文士独特的生存方式，传达细微曲折的人

际情感。

以亲缘和地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

巢震林《学文堂诗集序》为例。巢震林是陈玉璂同

里前辈，又与陈家有亲戚关系，所以叙述陈家事迹

尤为亲切动人。他写道：

余与椒峰居隔一垣，稔椒峰之为人，不独

诗文足以不朽，且克敦孝道，为不可及。比部

公罹难时，椒峰才八九岁，即号呼于当事之

庭，卒得脱。母夫人尝患疾，椒峰每夜焚香告

天，愿以身代，时时泣不出声。余从隔垣窥

之，叹服不置。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
春，江南有海寇之变，时令弟弢仲病危急，椒

峰日同当事登城陴，策战守，夜即至令弟榻左

右共寢，手调汤药，达旦不寐。母夫人方避

居郊外，椒峰每日必走报曰：“今日弟病差愈

矣。”盖唯恐母怀悬悬也。椒峰孝友根于天性，

大率如此。《诗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所为作，

椒峰当之，信无忝哉。

巢震林比陈玉璂年长 15 岁，又居于其邻里，对陈

家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他刻意选择了陈玉璂与其

父亲、母亲、弟弟关系的几个典型事例，赞不绝口

地称许玉璂“孝友根于天性”。并且认为，正是这

种根于天性的孝友品德，造就了《学文堂集》深厚

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价值取向。

以学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汪懋麟

的《学文堂文集序》为例。汪懋麟是陈玉璂的进士

同年，康熙十二年（1673）撰《学文堂文集序》，

叙写道：

康熙八年春，余与石林自吴门抵常州，

肞舟河上，步访椒峰陈子。陈子出迎欢甚，坐

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属余读，且

亟索酒。时昏黑，门将阖，不及展视，遂携陈

子并其文，宿于舟中，且谭且读。……于是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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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达曙，各别去。自余来京师，不见三四年，

人有从常州来者，即问讯陈子。或言其选《文

统》一书，累数十万言，撰述劳苦。 又或云方

大治屋，辟客园，四方来游者，日饮食满座

上。又或云挥千金，购名姝，以自娱乐。传说

不类，大抵称陈子名者，日啧啧余前，而余窃

疑陈子诡怪好奇，终不知其何所为也。

文中所说的“石林”，即宝应（今属江苏）人乔莱，

也是陈玉璂进士同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同年

关系的追溯及认同，是士人身份界定、地位诉求、

交游需要、仕进助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汪懋麟笔

下的同年关系，则超脱身份地位的夸耀和官场仕进

的纠葛，呈现为一种臭味相投、志趣相近的文学

交流场面。陈玉璂接待同年友人，惟以文酒交欢：

“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属余读，且

亟索酒。”汪懋麟也毫不见外，“遂携陈子并其文，

宿于舟中，且谭且读”，甚至“欢饮达曙”。同年

友人相别后，时时记念于心，而关注的并不是友人

的仕途升迁，而是编纂《文统》、招待游客、挥金

娱乐等日常生活快事。而所有这些叙事铺垫，都是

为了彰显陈玉璂勤奋撰文，以期“为古文传千百

世”的不懈努力。

以业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吴伟业

和卢綋的两篇《学文堂全集序》为例。

吴 伟 业 是 陈 玉 璂 友 人 徐 乾 学、 黄 与 坚 的 恩

师，又与陈家为世交。他的序文撰写于康熙九年

（1670）春，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捭阖，转

折有致。序文开篇先叙写陈玉璂赠书属序之事，

道：“近徐原一过草堂，传致毗陵陈椒峰《学文堂

集》若干卷。反复累昼夜，见其体裁之整，才气

之逸，意思之沈雄，字句之典雅，莫不得古人法

度而嚅哜其精华，信可并古人以传，非仅睥睨名

流已也。”然后笔锋宕开，插叙自己与陈家的“知

交三世”，即明末拜谒陈玉璂祖父陈睿谟；清顺

治间，与陈玉璂父亲陈咨稷为国子监同僚，“欣奉

教言”；此时又获赠《学文堂集》，且“以品题见

属，当知己谬爱之深”。接着文章进入正题，仍然

采用叙事笔调，叙写陈玉璂中进士后，并不屑于

借名以重文，而是“独落落不介意，倍自镞励”，

“尽发其所藏书，颜其堂曰‘学文’，键户著述不

少休”。由此展开第一层议论，揭示陈玉璂与“一

时浮薄之士”迥然有别，“独孜孜矻矻”致力于学，

所以“其言皆光辉笃实，始乎绚烂而终于平澹”。

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先插入倒叙，记述康熙八年

（1669）春与陈玉璂的交往：“椒峰向过余梅村，流

连旬日，与之谈论诗文，称说古今理乱得失之故，

靡不各有原本，沛然如江河，莫之能御。”从而引

出第二层议论，即文人才士“只以取科第为急务”，

往往不能“终其身为弟子”，最后得出结论：“乡先

生而能为弟子之学者，余独于椒峰见之矣。”全文

犹如蛟龙入海，起伏变化，姿态横生。

卢綋是吴伟业在明崇祯间典试湖北时所得士，

与陈玉璂也有通家之好，所以序署“楚蕲年家弟”。

他的序文撰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采用时间上

由远及近、交往上由疏至亲的叙事方式，娓娓道

来，言语朴实而真情流露。康熙元年（1663）卢綋

以江南布政司左参政督苏松常镇粮储，历时十二

年，一直与陈玉璂因文而神交。他始而会晤毗陵

士人龚介眉（即龚百药）、吴星子等，耳闻陈玉璂

“砥节砺行，谦谦无异诸生时”的行为，“益有慕乎

其为人”；继而通过《文统》《文概》等选本，阅

读陈玉璂诸作，“固知其矫黜浮华，卓然为经世有

用之文矣”。但是，因为陈玉璂“安恬静处，不肯

轻交世人，冠盖周旋，尤非所屑”，所以“虽久留

吴中，心私向慕”，却“终不得一见其人”，卢綋

反而由此深许“椒峰之品，诚不可及”。最终还是

借助于别驾林天友，“邮致《诗文全集》，兼属以叙

言”，深深感受到陈玉璂“固以为知文，寻声遥讯”

的高识。由耳闻其人，到目睹其文、感佩其品，再

到深知其识，如此层层递进的叙写，将陈玉璂“以

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衷表达得极为深挚。士人

之间因文结缘的“知音”友谊，可以穿透时间和空

间，甚至可以不必面晤而息息相通，心心相印。这

是一种文化型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情感型的生存

方式。

他序型诗文集序原本只是文士群体相互应酬的

应用型文章，但是却因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交

往关系的叙写方式与人际情感的渗透程度，得以

区隔出不同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与审美品位。为

了加深文本的文化含蕴，提升文本的社会价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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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文本的审美趣味，“叙说交往关系”成为他序型

诗文集序极为重要的一种结构方式。在交往叙事

中，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借由互相熟悉的经

历或故事创造出一种情景，使他们各自超越个体的

存在，扩展成二人组合甚至是群体组合，既可以是

“我”和“你”、“我们”和“你”或“我”和“你

们”的组合，还可以是“我们”和“你们”的组

合，从而赋予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双方的行动以特

定的目的与意义，促使他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对方，

也理解自己，由此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亲切认同，

激发深厚绵长的友朋情谊。

钱澄之《陈椒峰文集序》就生动地展现出士人

之间这种“文酒交欢”的情景：

予以今年暮春过毗陵，访陈子椒峰。椒峰

饮我酒，因出其集示予，属为序，而又邀其老

友数人，使与予谈。予且饮且读，应对之余，

辄览十数篇，惟略得其为文之大指所在。集中

为之序者甚多，凡陈子之读书好学深思，与其

文之气力法度直追宋唐以上，亦既言之备矣。

吾所谓得其大指，则以陈子能自为陈子之文也。

钱澄之阅读《学文堂文集》，在欣赏陈玉璂的文章，

“惟略得其为文之大指所在”之际，也饶有趣味地

欣赏其他序作者的序文，深深赞许他们备言“陈子

之读书好学深思，与其文之气力法度直追宋唐以

上”的个性特征与文章价值，同时以一种“竞赛”

式的对话姿态，与陈玉璂及其他序作者商谈，表达

自身对“陈子能自为陈子之文”的“为文之大指”

的独特见解。在这篇序文中，士人之间“以文会

友”的深情厚谊，如一江春水汩汩流淌，形塑成精

巧的叙事文字。

三 “学文堂”之名实
与序文的对话机制

在中国古代，序体文与生俱来就兼具叙事与

议论两种体式［13］。就议论体式而言，诗文集序与

论、说、原、议、解、辨、评、释等议论文体的

区别［14］，主要表现为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构

成一种不言自明的“说”/“听”关系的对话机制。

在序文中，这种“说”/“听”关系的构成方式，

可以是诗文集作者不出场的“隐身对话”，也可以

是诗文集作者出场的“现身对话”。但无论诗文集

作者是否出场，他在诗文集序文中都是始终“在

场”的，序作者首先总是在对诗文集作者“诉说”

的，而诗文集作者也总是作为“第一听众”或“第

一读者”“聆听”序作者的“诉说”，二者之间产

生思想的交锋与交流。正如魏禧《叙引》所说的：

“书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从而赞叹之，或推

其意所未尽。”［15］只不过在“现身对话”中，这种

思想交锋与交流是直接的。而在“隐身对话”中，

这种思想交锋与交流则是间接的，但在序文中序作

者总是自称“我”“予”“余”“吾”等，并且直呼

诗文集作者之名，时或也在序文末尾披露对话语

境，如《学文堂集》诸序中“喜而书以寄之”（冯

溥）、“喜而为之序”（吴伟业）、“椒峰其必以语我

也”（姜宸英）、“所愿吾子其严之耳”（越闿）、“独

以告椒峰”（杜濬）之类。

再进一步看，借助于诗文集序构成的对话机

制，同一部诗文集的序作者与序作者之间也在互相

对话，从而形成一种由“朋友圈”营构的“公共场

域”。在这种“公共场域”中，序作者并不着力追

求立意的奇特、思想的深刻或论辩的气势，而主要

是运用“公共话语”，细致入微地体会诗文集作者

的心曲，并别出机杼地陈述可以取得“群体认同”

的观点。对序作者来说，诗文集作者的共鸣和“朋

友圈”群体的认同，无疑比自身独特个性的彰显更

为重要，也更有价值［16］。因此在诗文集序中，“怎

么说”往往是第一位的，而“说什么”则是第二位

的。因为“说什么”终究得符合“公共话语”，听

众、读者都心知其然，难以出奇制胜；而“怎么

说”则可以各显神通，充分体现序作者“言说”的

趣味、策略与技巧。

陈 玉 璂《 学 文 堂 记 》 记 载， 当 康 熙 六 年

（1667）他高中进士、归候铨选之时，选择不习为

吏，不求举荐，而是专心致志地“聚先人之所遗

书”于学文堂中，“朝夕读之，咿唔不异诸生”。他

的这种行为方式与一般读书中举的士人相比较，未

免显得有些“另类”，这就难免引发世人的质疑：

“子行作吏，当习为用世之学，何徒效经生家为？”

对此，他的回答是：“此正予之习为用世者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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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

由诗文集序的议论体式所决定，《学文堂集》

的诸多序作者都以“学文”二字的含义以及“学”

与“文”之间的关系作为“公共话语”，试图从不

同的角度揭示陈玉璂为什么以“学文”名堂，并进

而讨论“学文”之说何以即“用世之学”，“学文之

举”何以即“用世之行”。正如盛符升序文所说的：

“独陈子椒峰以学文名堂，兼名其集，若曰：‘我学

焉云尔，其止于是，抑进于是，皆未敢必也。’此

陈子之深于自命者也。”于是，“学文”必然有助

于“用世”，甚至“学文”无非就是“用世”，亦

即卢綋序文所说的“其文为有用之文，其学为有用

之学”，这就成为诸多序作者认同的“公共话语”，

他们分别采用“隐身对话”或“现身对话”的形

式，自出机杼地就这一话题展开议论。

我们可以顺治四年（1647）进士周启嶲的《学

文堂文集序》为例，考察序作者如何运用诗文集作

者不出场的“隐身对话”形式，层层推进地演绎

“学而优则仕”的“圣训”，表达与其他序作者相

互呼应的“公共话语”。

这篇序文起首就介绍议论话语展开的“语境”：

“陈子椒峰青年成进士，候部家居未仕。悯世之人

学未优而入政也，肄业学文堂中，大肆力于古文词

有年，勒成一编，名曰《学文堂集》。”紧接着直

接揭示“学文”以期“远大”的论点，作为全文议

论的主旨，并从三个层次展开论述。

第一层，“学文”可以“致用”。周启嶲指出，

因为“六经皆文”，“学者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

天下可由斯以大治”。他假借陈玉璂之口论述道：

“吾儒读古人书而不能佐治今日之天下，无取乎读

书为矣。且居今而论古人，不能举今日之天下拟合

于古之天下而大治之，无取乎尚论古人为矣。”与

此类同，吴伟业在序文中批评今人之学已非圣人之

学，而称许“椒峰独孜孜矻矻，必思有得乎古圣贤

之理，力蹙志沉，以求其当，然后一发之于其言，

故其言皆光辉笃实，始乎绚烂而终于平澹”。姜宸

英的序文着眼于“文章”与“实学”的关系，论述

道：“自后百余年，文章家互起，考其要归，大抵

鸿赡有余，理趣不足，颇与荆川家法不相类。就其

中贯串经纬，时亦有裨实学，而今之杰然者，尤能

抒发性灵，驰骋今古而整齐之，为一代之文，此吾

友陈子椒峰所以鹰扬虎视于大江以东，而为海内文

士称首，不虚也。”李颙在序文中引用“经天纬地

之谓文”的“常言”，并引申道：“子以四教，文为

最先。诚以进德修业，非文无从；开来继往，非文

不传；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统，立人杰，非

文不振。则文之为文，顾不重哉！”

第 二 层，“ 学 文 ” 原 本 就 是 为“ 用 世 ” 储 备

知识。周启嶲贯通古今地畅论陈玉璂之“学”与

“文”，认为陈玉璂不仅浸淫“古学”，“观其概而

考其详，抉其微而殚其蕴，于古既有得矣”，而且

致力“今学”，“复取今日天下之人心风俗、纪纲礼

乐，与夫一切经权常变、教世化俗之为，斟量优

裕，形之篇什，见之诗歌”。《学文堂集》序作者

一致赞同士子必须储备有用的知识，不过有的侧重

评价陈玉璂之“学”，如冯溥说：“其学自六经、诸

史、百家、历律、谶纬、当世之时务，以迄稗官小

说，无不究其本末”，“如是，虽古今天下之事，当

无有难之者。于以服官，则无适而非其学之所及，

至于以是传之后世，固不徒为文章之士而已”。有

的侧重评价陈玉璂之“文”，如王崇简说：“且大旨

所寄，据经陈典，或婉约其词，俾人省悟，皆有

关世道人心，非泛泛以文为适者。”屈大均则综论

“学”与“文”，说：“陈子为文甚众，义本儒先，

能于五经四子书多所发明，而《易解》诸序尤为精

醇，其殆有得于圣人之文耶？”“则学文者，又非

徒学夫圣人之文，乃学天之文也。”

第三层，学者之所以“学文”，旨在会通“理

道”“政事”“文章”。周启嶲肯定地说道：“椒峰会

通乎理道，复磅礴于辞章，其于当代之大经大法，

讲之有素，而又有圣君贤相遇知于上，出而为世大

用，安在今日诗文一编，非异日大行之左劵邪？”

这也是《学文堂集》诸序作者的共识。如汪懋麟认

为：“凡古人为文者，必先养其气，穷于理，而达

于事。养其气，然后为文有纡徐条畅之态，而无躁

慢浮动之习；穷于理，庶几得乎圣贤中正之旨，不

为邪说曲学之所惑；达于事，则可参于古，酌于

今，不徒为空疏可喜之论。今陈子已尽得之，其传

于后世何疑也。”杜濬也说：“文章之道，传世不如

持世，盖有不必持世而传者矣，未有持世而不传者

也。”“盖今世作者林立，而力为持世之文者，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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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陈椒峰。览《学文堂》诸篇，原本六经以端趋

向，表章节义以厚风俗。……持世而传世，道固在

于是。”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这些序作者都是从他们

所隶属的士人群体的角度，来评判陈玉璂中进士后

不懈地“学文”这一行为的，而他们的议论根基于

儒家传统的道德责任感，即“学而优则仕”与“仕

而优则学”的双向选择。因此，当陈玉璂及其友人

营构出一个社群网络，并且在这一网络中互动时，

他们必然运用“公共话语”去强化相互认可的普遍

观点，进而拥有、相信、凸显乃至张扬儒家传统的

道德责任感。于是，“公共话语”的多层面、多元

化的运用，便成为这种他序型诗文集序众口一词、

同声相应的议论体式。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文集序表

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它通常并不希求提供众声喧哗

的解读空间，而是着意提供坐而论道的交谈场所。

与大多数序作者采用“隐身对话”形式不同，

陈玉璂的同年进士储方庆撰《学文堂集序》，特意

运用诗文集作者出场的“现身对话”形式。储欣

在此文后评道：“追述平生及一时问答，前分后总，

亦脱尽序文蹊径矣。”储方庆的序文在简要介绍对

话“语境”后，让陈玉璂亲自出场：“癸丑（即康

熙十二年，1673）秋八月，予将谒选于天官，道出

毗陵。椒峰辱顾予，因挟其《学文堂文集》以进”，

恳切征序。以下便展开两层虚拟式的对话。

首先，陈玉璂怪罪储方庆，屡次请序，“子卒

未有以应。岂以吾为不足与言者耶？抑当世王公大

人，下至好古力行之儒，苟有过吾门者，莫不赐之

教益，而顾靳于子耶？”储方庆不得不为自己迟迟

未能作序的行为开脱，引出长篇议论：

忆吾与子成进士之日，大江以南以文章名

当世，无出吾两人右者。天子不遴选侍从、加

意文学则已，天子加意文学、遴选侍从，吾两

人惧不免焉。既而相率出为外吏，予悒悒不自

得也。间从椒峰游，椒峰辄自奋曰：“丈夫亦

视自命何如耳。吾两人惟所学之浅，无以结君

相知，故相率为外吏。今诚得因未及莅政时，

益加意于学，以厉其所守。一旦天子登明堂，

望云物，访古封禅之仪，考定律吕，成一代礼

乐，诏天下有能明于五帝三王之道，通古今之

宜，可备朝夕顾问者，大吏以闻，而吾两人以

此时裒然蔚为举首，不犹愈于嘿嘿致功名者

乎？”予闻斯言而壮之。今不过数年，子之学

业成就灿然可观，不废本末，至于如是之美且

大，以视曩所期许，直须时耳。而吾因不能自

广，戚戚终日，无所用其心思，行且与草木同

腐，尚安得有所称说，自比于作者之林乎？ 

这段议论文字，在“当下对话”的语境中，又嵌入

一段“往昔对话”，构思相当精巧，议论也相当酣

畅。其次，陈玉璂又说：“子此行也必为吏。子以

吏行，而吾责之以文，毋乃不相入乎？”储方庆闻

言，不禁深深慨叹，辩解道：

噫嘻，斯言过矣。吾岂耽于吏者哉？自吾

受职而心已愧之，当世莫不闻也。私念父母见

背，未尝一日尽人子职。老祖今年九十有二，

家贫不能具甘旨，故兄弟相率干君之禄以养其

亲。吾诚有所不得已于中，靦颜忍耻，就污辱

之行而不辞耳。何至放弃诗书，屏绝神智，甘

为人役之不恤，至如子所云耶？

最后总结全文道：“既行而后书此二者，以告椒峰

曰：是亦可以序子之文矣。由前之说，可以知子之

用力于文者有自来；由后之说，可以知予之不足于

文者非为吏故也。彼夫天下之所以知椒峰者，非吾

之所以知椒峰者也。”

储方庆的序文在第一层对话中嵌入的“椒峰

辄自奋曰”一段对话内容，明确强调“学以待

仕”“学以致用”，这与前述周启嶲等人的“公共

话语”如出一辙。但在储方庆设置的“当下对话”

语境中，这段“往昔对话”却被他“吾因不能自

广，戚戚终日，无所用其心思，行且与草木同腐”

的行为所自我“解构”。受诗文集序议论体式的制

约，序作者即使希望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应该

仍然采用“公共话语”，以便获得“朋友圈”群体

的认同。而储方庆的序文却通篇流溢着“悒悒不自

得”的消极情绪。他一方面对“天子加意文学、遴

选侍从”，而陈、储二人却皆成遗珠，“相率出为外

吏”，深深地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将“干君之禄

以养其亲”的行为，说成是“诚有所不得已于中，

靦颜忍耻，就污辱之行而不辞耳”的被动选择。在

“康熙盛世”，这种“悒悒不自得”消极情绪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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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一种“个体情感”，而不符合“当世王公大人，

下至好古力行之儒”的“群体心态”，因此难以获

得陈玉璂“朋友圈”群体的认同。例如程世英序文

说：“今天下文治蒸蒸，一时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

士，踊跃奋兴于古文，思以阐发经史，扬扢忠孝，

翕然而起，如钟鼓之相应，可称极盛。”这才是陈

玉璂“朋友圈”群体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共识，

而储方庆的心态可谓“离经叛道”。

也许正因如此，储方庆的《学文堂集序》虽

然撰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学文堂集》刊刻之

时，却未能像其他序作者的序文一样被陈玉璂选刻

入《学文堂集》卷首而流传于世。直到康熙四十年

（1701），其子储右文搜集遗篇，方得将此文刻入

《储遁庵文集》。这一现象足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

《学文堂集》卷首选录刊刻数十篇序文，实际上是

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的交流平台，并以此作为

学术共同体的基石。

四 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及其功能

阅读《学文堂集》诸序，可以看到，在陈玉璂

“关系网”的形成过程中，“学”和“文”始终是推

进士人密切交往的有效“触媒”。正因为如此，序

作者格外关注陈玉璂与“学”“文”紧密关联的人

际脉络，不烦词费地就此展开议论，从纵横两方面

论证陈玉璂的“学文”取向其来有自。这也契合陈

玉璂《四书汇解序》所说的：“善为学者，求之于

其源而已。”［18］

有的序作者从亲缘着眼，称颂陈玉璂深厚的

家学渊源。如巢震林说：“其大父大中丞鹿苹先生，

暨尊人比部邰公，皆以古学名。椒峰渊源家教，穷

探典籍。”钱肃润指出陈玉璂乃南宋名人陈亮的

十七世孙，“家学之传，有自来矣”，他说：“今椒

峰之文，引经据典，动见本原，不戾于法，不诡于

俗，其为绍同甫公之传，上溯孟氏，下迄王通，合

之以为学文之要明矣。”

有的序作者从地缘着眼，夸赞陈玉璂家乡武

进的文章传统。李长祥感叹道：“闻之占玩家，文

星聚扬州之野，毗陵当之。信然哉！余感文之难

言，而文人之难得也，怀文人久矣，至毗陵则有陈

椒峰。”［19］明代武进最有名的古文家是唐顺之，所

以序作者一致认为陈玉璂是唐顺之的杰出传人。如

王崇简说：“毗陵之间，继荆川先生者，其椒峰先

生乎？”陈瑚说陈玉璂“生于荆川先生之里，而其

文与之后先相颉颃，是即今日之荆川也”。周亮工

更为夸张地说：“椒峰莫不根据六经，而出入《左》

《国》《史》《汉》，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岂不

可驾荆川而上之？”

有的序作者从学缘着眼，追溯陈玉璂古文之学

的坚实根基。如戚藩说：“盖椒峰之文，尽芟汉后

言，而一之于二史。其酌乎六经者，以二史错变

之；其邻乎诸子者，以二史淹达之。所以大家之能

事悉奔骤于腕指之下，而莫能名其为谁家也。”魏

禧说：“椒峰由唐、宋溯秦、汉以上，故其文有源

本，格调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陈僖系统地

梳理了自六经以降至学文堂的文章传承，说：“文

章自六经而后，浸淫于六朝。唐有韩愈，起而振八

代之衰。宋有欧、苏、曾、王，倡明其教，而后文

章之正道以传。明有晋江、昆山、毗陵、归安诸君

子，守其业而未能光大之。则振六经之绝学，为八

家之流亚，当专属之学文堂。”

有的序作者从业缘着眼，描述陈玉璂与诗朋

文友之间的以古文词为主的研习互动。巢震林说：

“吾毗陵诸君子，骚坛互建，久噪鸡林。”黄永说：

“犹忆庚寅（即顺治七年，1650）、辛卯（即顺治

八年，1651）间，余与文友（董以宁）、訏士（邹

祗谟）、公阮（毛羽宸）、卓人（毛重倬）、介眉

（龚百药）、椒峰诸子，肇举社事，以古学相勉，

旁及诗歌。”李邺嗣说：“椒峰向与同学琅霞（龚百

药）、程村（邹祗谟）、文友三君子，相励志为古

文词，世称‘毗陵四家’。”

陈玉璂编纂的《学文堂集》，以“学”与“文”

为旗帜，以学文堂为纽带，以数十篇序文为文本，

将“过去”与“现在”的亲缘、地缘、学缘、业缘

等人际关系融会贯通，由此形成一个“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的学术共同体。与实体性的文人结社以

群体的社会活动为表征不同，这个学术共同体借助

于《学文堂集》及其序文的古文书写、文学观念而

构成，带有虚拟性、想象性的鲜明特征，是由古文

书写和文学观念虚拟性、想象性地建构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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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盟”是陈玉璂，何洯在

序文中既欣羡又感慨地写道：

椒峰曩共琅霞、程邨、文友合梓《毗陵四

家文集》。……往时余过毗陵，见四子，各出

所为文相雠校，其足传不减有宋诸家，且又生

同邑，叹为极盛。 未数载，程邨、文友竟忽焉

以殁，令人念之欷歔流涕。而琅霞先以邑人之

灾，郁郁穷愁，近益求适意性命诸书。独椒峰

意境勃发，斯文未丧，专赖振兴之力。……欧

阳子于亡友梅圣俞、石曼卿、苏子美，切切惟

虑湮没无闻于后世，极为表章，数百载下，称

说数子，尤称说欧阳子不衰。盖文章朋友，存

没之际，相需之重，有如此也。然使欧阳子之

文不卓然称于千古，则虽朋友之情，流连笃

挚，而卒无益于传不传之数。

何洯敏锐地看到，《学文堂集》中对龚百药、邹祗

谟、董以宁等学友的表彰，以及《学文堂集》诸序

对陈玉璂的称赞，无不彰显出这一学术团体的“朋

友之情，流连笃挚”，更彰显出“文章朋友，存殁

之际，相需之重，有如此也”。以陈玉璂为主盟的

这一学术共同体，借由《学文堂集》及其诸序的

广泛流传，必然得以“卓然称于千古”，而不至于

“湮没无闻于后世”。而何洯在此明确地标举北宋

欧阳修与梅尧臣、石延年、苏舜钦等组成的文人群

体作为典范，则隐寓以陈玉璂为主盟的学术共同体

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效应。

而且，由于《学文堂集》及其诸序的流播，陈

玉璂的声誉必将日益高涨，以之为主盟的学术共

同体自然愈益壮大。“投桃报李”，《学文堂集》作

序者 40 人中，至少有 27 人，陈玉璂也为他们撰写

了诗文集序、赠序、记事、祭文等文章，作为酬

谢［20］。所以越闿劝诫陈玉璂应严选文字之交，说：

“陈子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将以得挂名文字中为重

轻，所愿吾子其严之耳。”但是陈玉璂并没有听取

越闿的劝诫，在康熙间初刻本《学文堂文集》十六

卷中，“序”类文章已占六卷，而且预置的序列至

“序二十二”［21］。其后二十多年，“序”类文章仍然

不断增益，不仅将初刻本原阙的“序”类文章序列

补齐，而且在初刻本“序”类其他序列中也增加

了大量篇章［22］，其中半数以上是为友人诗文集撰

写的序文。“天下之人将以得挂名文字中为重轻”，

成为《学文堂集》传播的突出现象。

再进一步看，同以皇家宗室或达官贵族为主盟

的官方学术共同体迥然有别［23］，以陈玉璂为主盟

的学术共同体显然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术共同

体，亦即民间学术共同体。中国古代常以“官—

民”相对称，其中的“民”涵括“士”（“四民”之

一），指尚未步入或已经离开职官系统的士人（包

括乡绅）。尚未进入或已经离开职官系统的士人生

活在民间，因此具有“民间身份”。虽然陈玉璂在

顺治十七年（1660）中举、康熙六年（1667）中

进士，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入职内阁中书舍

人，康熙十七年（1678）获荐应试博学鸿词科，但

是在他 60 多年的生命历程中，绝大多数时间均未

进入职官系统，而是主要活动在武进家乡一带，过

着一种类似于“市隐”的生活 ［24］。前文所述他在

康熙年间与江南布政司左参政卢綋的交往就是鲜明

的例证。乡居的陈玉璂，恰如吴伟业所说的，是一

位“乡先生而能为弟子之学者”，具有既相当自觉、

也相当鲜明的民间身份，而他也正是以这种民间身

份主盟学术共同体的。

为了维护和发展这一民间学术共同体，陈玉璂

可谓煞费苦心，不辞辛劳。从康熙六年（1667）归

乡候铨之日起，他就偕同同里友人邹祗谟、董以

宁、龚百药等，以早期编选的本朝古文总集《文

起》为基础［25］，广搜博取，搜取一时公卿大夫、

韦布之士所为古文，组织同邑友人编纂《文统》一

书。 康 熙 八 年（1669）、 九 年（1670）， 董 以 宁、

邹祗谟相继去世，《文统》的编纂工作由陈、龚二

人继续进行。随之龚百药的志趣转向释道之学，而

陈玉璂却仍然孜孜矻矻，独撑局面。程世英《学

文堂文集序》写道：“吾闻《文统》之选，远近邮

寄者文以万亿计。椒峰心目经营，遴而得之者盖

数千。”

当然，为了提升民间学术活动的文化品位，陈

玉璂等人自觉地选择与“官方意识”互相应和。陈

玉璂《文统序》指出，他主持编纂《文统》，既有

严格的遴选标准，即“求弗畔乎昔圣贤之道而后登

之”，又有明确的文化意图：“我朝抚有区宇，至今

皇帝缵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统，非其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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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

教在是也。”［26］由此可见，以自觉的“民间身份”

应和“官方意识”，编纂《文统》，“网罗天下著作，

以成一代大文”，“思以藏之名山，垂之万世”［27］，

这是陈玉璂及其友人的共识。所以何絜称道陈玉

璂：“斯文未丧，专赖振兴之力。”而陈玉璂对自己

的选文眼光——同时也是交友眼光——也是相当自

负的，康熙十七年（1678）春，他撰《益都冯相

国夫子寿册序》说：“璂向有《文统》一选，搜集

海内之文殆遍，今日应诏者半出其中。”［28］《文统》

的入选者居然半数是博学鸿词科的被荐者，陈玉璂

的“民间”眼光与朝廷的“官方”眼光竟然如此地

“视域融合”，其中隐含的“文化意味”令人深思。

而且，《文统》的编纂起初虽然发端于民间，

但的确得到来自官方的鼎力支持，李长祥说：“今

得当事之助，则泰山可高，沧海可大，旦夕之间，

大贝天球，光烛天地。”［29］但是，作为《文统》的

官方“后台”，大学士魏裔介在康熙九年（1670）

遭弹劾，次年上疏告病还乡，从此以后，《文统》

的编纂就失去了官方支持的背景，而成为单纯的民

间学术文化行为［30］。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陈玉璂

坚持二十多年一直不离不弃，但是作为一种非官方

的民间学术文化行为，规模宏大的《文统》编纂

实在难以为继，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尚未告

竣［31］。

于是，至少从康熙十年（1671）开始，陈玉璂

就另辟蹊径，转而借助于编纂《学文堂集》并广为

征序，以期借助于古文书写及其观念的推扬，有

效地维持以他为主盟的民间学术共同体的运作。他

的举人同年盛符升与他交往甚久，所以深知他的情

衷，在序文中说：陈玉璂在“取当世贤人君子之文

聚之一室”“《文统》一书裒然成集”的同时，将所

撰之文编撰、刊刻、赠阅、求序，即此便得以“知

陈子之文足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相为后先，以成不

朽”。程世英的序文也说，陈玉璂在编纂《文统》

的同时，“别梓其自所为古文为一集，曰《学文堂

文集》”，“则无论所见万亿之文，与夫周秦、《史》、

《汉》、唐宋数千百年之文，无不可约其成于一人

之文。呜呼，此则椒峰之所自为文也已”。

对陈玉璂和他的“关系网”友人来说，《学文

堂集》在象征意义上足以涵容《文统》的“万亿之

文”，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镜像”，将“周秦、

《史》《汉》、唐宋数千百年之文”囊括其中，“约

其成于一人之文”。由此一来，在文化的意义上，

《学文堂集》与《文统》便足以成为“本朝一代文

章”“本朝之文教”的“互文本”，而《学文堂集》

及其序文的广泛流播，也足以牢固地维系民间学术

共同体的结盟，以接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衍生。

［1］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 43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2］陈圣宇：《“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南京审计学

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张则桐也认为《学文堂集》序文

作者“以陈玉璂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商榷古文创作的群体”，

参见《“毗陵四家”与清初古文演变》，《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3］此本正文部分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成，卷首序

文则为其后补刻刊印，现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

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刻本《常州先哲遗书》第

一集所收《学文堂集》，即据此本重刻。上海《丛书集成续

编》第 126 册据《常州先哲遗书》本影印，上海书店 1994

年版。本文所引此本《学文堂集》卷首序文，均据《常州

先哲遗书》本，不一一出注。

［4］此本凡四十七卷，卷首有缺页，现存吴伟业（序文首

缺）、王崇简、周亮工、李长祥、魏际瑞、姜宸英、何洯、

周启嶲、魏禧、戚藩、程世英、张侗等 12 篇序文。其中

吴、王、周三序不同于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所录，皆

为手写上版，题署后钤有印章。

［5］《钱澄之全集·田间文集》，彭君华校点，第 246 — 247

页，黄山书社 2014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6］陈僖：《燕山草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17

册，第 447 页，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

再出注。

［7］李邺嗣：《杲堂诗文集》，张道勤校点，第 428 —429 页，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8］屈大均：《翁山文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84 册，第 82 — 83 页，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以下凡引

此文，不再出注。

［9］储方庆：《储遁庵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9 册，

第 423 — 4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以下凡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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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再出注。

［10］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 229 册，第 781 — 782 页，齐鲁书社 1997 年

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11］邵长蘅：《邵子湘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45

册，第 2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

不再出注。

［12］张贞：《杞田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47 册，第

383 — 38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以下凡引此文，

不再出注。

［13］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第 135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14］刘勰将叙（序）列为“论”体“八名”之一，云：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

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 3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5］魏禧：《魏叔子文集·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胡守

仁等校点，第 361 页，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16］余英时指出：“求序者是‘同气相求’，写序者则是

‘同声相应’”，序“体现了中国知识人追求彼此之间在心灵

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

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参见《原“序”——中国书写史

上的一个特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17］陈玉璂：《学文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43

册，第 1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18］［26］［28］陈玉璂：《学文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

编》第 142 册，第 487 页，第 515 —516 页，第 626 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19］李长祥：《学文堂文集序》，《学文堂文集》卷首，页一

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

［20］这 27 人是：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黄与

坚、奚禄诒、盛符升、陆堦、魏际瑞、周启嶲、程世英、

钱肃润、汪懋麟、魏禧、越闿、何洯、李颙、陈瑚、杜濬、

张侗、谢良琦、黄永、陈维崧、沈泌、徐喈凤、李邺嗣、

邵长蘅。陈玉璂的文章均见于《学文堂文集》。

［21］《学文堂文集》各体预置的序列是“以类相从”的，

如 序 经、 序 史、 序 子、 序 文、 序 诗 等。 清 康 熙 十 二 年

（1673）刻本中“序六”“序七”“序十二”“序十五”“序

十七”“序十八”“序二十”，小字标注为“阙”，当即预先

为其后撰写的文章留下余地。

［22］如初刻本《学文堂文集目录》中“序二”下注：“五

首（阙一首）”，而南京图书馆藏不分卷本《学文堂文集》

中“序二”下收录 14 篇文章。

［23］官方学术共同体，如江宁织造曹寅奉清圣祖玄烨旨

意，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扬州设局，主持编纂刊刻

《全唐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

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词臣”参与

其事。

［24］参见严迪昌《“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

［25］《文起》编选者是董文友和龚百药，参见李长祥《与

董 文 友 龚 介 眉 书 》，《 天 问 阁 集 》 卷 三，《 四 库 禁 毁 书 丛

刊·集部》第 11 册，第 252 — 253 页，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27］储方庆：《与邹程村论谢献庵题名记书》，《储遁庵文

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29 册，第 403 页，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29］李长祥：《与龚介眉陈椒峰论古文选本书》，《天问阁文

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1 册，第 258 页，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30］以上论述参见陈圣宇《“毗陵四家”与〈文统〉编

纂》，《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

［31］范方：《上陈椒峰书》后《附陈答书》，《默镜居文集》

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33 册，第 672 页，北

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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